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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戊风

张邦炜 张 敏

内容提要 我国封建时代普遍实行土葬,但在两宋时期火葬蔚然成风 ,并延续至
元代。这一风俗的形成与信仰佛教并无必然联系,其具体原因较多。贫民常常由于死

无葬身之所 ,富人往往因为远途难于归葬故乡,何况火葬既卫生又节省。但其关键原因

还在于当时人口大幅度增长 ,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 ,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 ,死 人与活

人争地的词题突出。因而尽管两宋厉行火葬之禁,此风竟禁而不止。

关键词  两宋火葬 土葬习俗 佛教信仰

两宋是我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。据估计 ,当时的火葬率因地而异 ,在 10%—30%之

间El彐 。可是时至今日,我国的土葬率仍高达 70%E2彐。以上两个数据如果可信 ,那么现在全国各地

的平均火葬率 ,只不过与宋代火葬最盛行的地方相等。两宋盛行火葬 ,向来引人注目。清代学者

顾炎武《日知录 ·火葬》指出 :“ 自宋以来 ,此风日盛。
”
此后迭经研究者们考察 ,如今两宋火葬的流

行状况以至来龙去脉 ,已经比较清楚。问题在于 :何以蔚然成风?通常的答案是 :一半由于信佛 ,
一半由于贫困E3),外 加朝廷禁而不力。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尽相同,现敷衍成文 ,就教于同道。因情

况毕竟有别 ,下面仅就两宋管辖的汉族居住区而言 ,不涉及辽、西夏、金统治区及少数民族居住

区。

一 、并 非 由于信佛

人们把宋代的火葬习俗与信仰佛教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 ,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。这些理由

虽非向壁虚造 ,毕竟值得推敲。

理由之工:火葬往往由寺院主办。这类事例的确不少,如绍兴十八年(1148年 ),鉴于广州各

寺院存放着大量遗骸,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工承可
“
令诸刹,凡寄殡 ,悉出焚

”E4]。 乾道八年
(1172),荆湖北路监司令鄂州(治今湖北武昌)胜缘寺僧人,将无主遗骸集中起来 ,“一切火化 ,投

余骨于江,其数不可胜数
”㈦。平江府(治今江苏苏州)的化人亭即火葬场设在城外西南隅的齐升

院、通济寺[6]。 于是,当时有人
“
乃以焚人为佛法

”
,甚至干脆将火葬称为

“
僧道火化

”E7]。 火化之后 ,

寺院代为死者亲属保存骨灰并收取费用。如河东路
“
非士大夫之家 ,中民以下,亲戚丧亡 ,即焚其

尸,纳之缸中,寄放僧寺
”E:彐。两浙路不少寺院内设撒骨池 ,“凿方尺之池,积涔蹄之水,以浸枯

骨
”E9彐。寺院开展这一有益社会、方便群众的业务-理当收取一定费用。某些反对火葬的士大夫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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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横加指责 :“寺僧焚人之亲 ,以 网人之利
”[l"。 这完全是出于偏见。

首先应当指出,称火葬为
“
僧道火化

”
不妥 ,世人火葬与僧人自焚不能混为一谈[ll〕。南宋末年

人黄震就说 :“闻佛之说 ,戒火自焚也。今之焚者 ,戒火耶烈焰以为火耶?自焚耶子孙焚之耶?” Elz]

尽管其出发点是反对火葬。其次值得注意 ,宋代寺院大有包办丧葬之势。北宋中期人郑獬因而叹

息 :“今之举天下 ,凡为丧葬 ,一归之浮屠氏。不饭其徒 ,不诵其书 ,举天下诟笑之
”【1臼。寺院既主办

有益于社会的火葬 ,也参与不值得提倡的土葬。如建炎四年 (1130年 ),宋高宗将流亡到临安的
“
死亡者 ,委诸寺僧行收瘗 ,计数给赐度牒

’’El硐。绍兴年间 ,临安愍忠资福普向院
“
为诸军瘗所

’’E【田
,

即是一座土葬场。此外 ,诸如看风水、避丧煞之类 ,特别是做道场 ,往往都有僧人参与。不少家庭

虽实行土葬 ,但
“
广集浮屠 ,大作佛事 ,甚者经旬逾月

”巳田。朱熹《朱子家礼》卷 dKK丧礼》强调
“
不作

佛事
”
,主要并不是指火葬 ,而是指土葬之后

“
饭僧设道场或作水陆大会 ,写经造像,修建塔庙

”
等

等。如果一定要联系,岂止火葬 ,土葬与信佛也不无关联。

理由之二 :士大夫之家实行火葬是由于信佛。其主要依据是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称
“
蛮子国都行

在城 (即临安)人死焚其尸
”
。
“
富贵人死 ,一切亲属男女 ,皆火粗服 ,随遗体赴焚尸之所。行时作乐 ,

高声祷告偶像
帅7]。 将偶像解释为佛像 ,八九不离十。但由此便得出凡信佛者皆火葬,那恐怕就未

必了。

其实 ,在士大夫当中,因信佛而火化者绝无仅有。在有关资料中,大致只有朱炎。他在宋真宗

时 ,曾任节度判官 ,“学禅久之
”
,读《楞严经》,走火入魔 ,“后竟坐化

”E1硐 。相反 ,虽信佛而土葬者比

·比皆是。当时尽管有
“
学道之人视形骸如粪土

”
这一说法 ,可是学道信佛的浦城(福建今县)士人周

史卿便非土葬不可。他临死前 ,叮嘱家人 :“切勿焚我 !”
匚19]名公巨卿如吕夷简、张方平、富弼、吕公

著等
“
奉佛甚谨

”
,欧阳修、杜衍、王安石、冯京等

“
晚年好佛

”E20彐 ,但是他们死后一概实行土葬。绍

兴年间曾官至参知政事的翟汝文 ,既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,他
“
晚年数梦释迦佛 ,教工刻制 ,极华饰 ,

崇奉之
”
;同时又是个火葬习俗的顽固抵制者、土葬制度的竭力推行者 ,“为郡必搜境内之在殡者 ,

具费使复土
”E⒛ ]。 可见,信佛与土葬并无任何矛盾 ;反之 ,火葬与信佛也无必然关联。

值得注意的是 ,士大夫之家实行火葬 ,并非由于信佛 ,其具体原因常常在于
“
远路归葬

”
∶贾同

《禁焚死》称 :“闾阎既以为俗 ,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 ,亦多为之。或以守职徼远 ,葬于先祖之茔域 ,

故焚之以苟其便易
”[22)。 司马光《司马氏书仪》卷 7《丧仪》指出 :“世人又有游宦没于远方 ,子孙火

焚其柩 ,收烬归葬者。
”
女口熙宁初年 ,泽州(治今山西晋城 )少H官

“
有母死者

”
,要归葬 ,怎么办 ?“惮于

远致 ,以投烈火
”[2硐 ,只有火化 ,别无它法。难怪据南宋学者吕祖谦《少仪外传》卷下记载 ,当时有

人这样提问 :“旅官远方 ,贫不能致其柩 ,不焚之 ,何以致其归葬?”除了游宦没于远方者 ,还有游学

死于它乡的。如淳熙年间 ,福州籍太学生王寅攻读于长兴(浙江今县)大雄寺 ,“偶得病死
”
,其亲属

闻讯赶来 ,“火化尸柩 ,收骨归矣
”
E2厶 ]。 需要指出的是 ,从有关资料中,看不出泽州州官、王寅一家

实行火葬是由于信佛。

理由之三 :火葬是佛教流传的结果。当时反对火葬的士大夫总是把火葬习俗 归咎于
“
佛法滋

炽 ,日 沾月染
”
,因而
“
民胥从之

”E25彐 。南宋人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 13《 民俗火葬》称 :“ 自释氏火化之

说起 ,于是死而焚尸者 ,所在皆然。
”
此说又见于永亨《搜采异闻录》卷 3,最有代表性 ,因而被研究

者们不断引用 ,但显然不对。

火葬不是舶来品,汉代以前已有之
Ez6彐。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原地区开始 ,直到唐代后期 ,在这

900年问 ,世人当中死后火葬者屈指可数 ,“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
”
肯定不是事实。还是宋太祖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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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,比较符合实际 ,“近代以来 ,率多火葬 ,甚愆典礼
”E27彐 。有《旧五代史》卷 86《晋书十二 ·后妃传

一》所提供的资料可证。从潞州(治今山西长治)通判李昭E在宋哲宗时发布的《戒焚死榜》[2:]看 ,
这里的火葬习俗也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。

照吕澄先生看来 ,五代十国时期 ,佛教在南方虽
“
续有发展

”
,但在北方仅

“
勉强维持

”E29彐 。而

范文澜先生则断言 :“宋朝佛道两教丧落
”E3Ⅱ。这些说法是否确切 ,可以讨论。但要反过来说五代

两宋时期佛教比隋唐时期更兴盛 ,只怕离事实更远。显而易见 ,不能把火葬习俗的形成归结为佛
·

教流传的结果。

火葬习俗之所以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 ,关键在于当时
“
礼废乐坏

”【31D。 欧阳修惊呼 :“五代之

乱极矣
”
,“ 自古未有之也”。其实 ,乱是其表象 ,变是其内涵。这场急剧的社会动乱包含着深刻的

社会变革 :经济上 ,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 ;政治上 ,门阀制度最后崩溃 ;意识形态上 ,包括死者以
“
入土为安

”
在内的不少传统观念动摇 ,以致欧阳修感慨

“
世道衰 ,人伦坏

”E32彐 。加之当时适逢战

乱 ,生者尚且苟延残喘,死者后事只能从简。于是 ,火葬在变乱中,悄然成为风俗。

宋朝建立以后 ,实行
“
田制不立

”
、
“
不抑兼并

”
等政策 ,采取

“
取士不问家世

”
、
“
广开来学之路

”

一类的措施 ,在经济、政治方面大体还能顺应社会变革、屈从时代潮流 ,但在意识形态方面则不能

容忍所谓
“
人伦坏
”
,急于重建封建纲纪伦常。宋朝统治者对形成于变乱时期的火葬习俗 ,自 然十

分反感并力图加以扭转。上自朝廷、下至地方官员所发布的每工道禁火葬令 ,几乎都是一篇劝世

文 ,竭 力宣扬传统观念 ,什么
“
设棺椁之品,建封树之制 ,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

”E33彐
,“葬者 ,藏也 ,

宜有棺椁衣衾之制
”E34]之
类 ,满纸皆是。然而风俗一经形成 ,即具有稳定性。火葬

“
行之既久

”
,人

↑l“习以为常
”E35〕 ,移风易俗谈何容易。何况与土葬相比,火葬优点很明显 ,要全面推行土葬 ,有不

少实际困难 ,朝廷又难以解决 ,无怪乎两宋火葬之风越来越盛行。顾炎武感叹 :“宋以礼教立国,而

不能革火葬之俗。
”E36]其实不足为奇。

二、朝廷屡禁不止

宋代某些反对火葬的士大夫对地方官员以至朝廷怨言颇多 ,他们指责
“
官府初无禁约

”E37彐
,

抨击地方官员
“
不为条教

”
。如对于火葬之禁 ,“吏相与非之

”
,居然说什么

“
禁之不可

”匚38彐 ,王安石

感到气愤。而毕仲游则谴责河东路
“
刺史县令不为条教 ,而劝勉有所不至

”E39彐 。更有甚者 ,程颢、程

颐埋怨
“
公方明立条贯 ,元不为禁

”E40卩 ,把矛头直接指向朝廷。这些说法虽出自当时人之口,但不

可尽信 ,有以下四点需要澄清。

一是
“
元不为禁

”
之说 ,实属以偏概全。程颢、程颐列举有关规定 :“军人出戍 ,许令烧焚亻将骨

殖归 ;郊坛须三里外 ,方得烧人
”
,试图证实朝廷

“
别有焚尸之法

”E41彐 。类似规定还见于《宋刑统》和

《庆元条法事类》。《宋刑统》卷 18《贼盗律 ·残害死尸》称 :“若是远路归葬 ,及僧尼、蕃人之类 ,听

许焚尸。
”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卷 77《服制门 ·丧葬》云 :“其蕃夷人欲烧骨还乡者 ,听。

”
然而
“
军人出

戍
”
、
“
远路归葬

”
,属于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至于

“
僧尼、蕃人之类

”
,则是尊重其宗教信仰及民族习

惯。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。何况这类规定沿用《唐律疏议》,解释不了为什么唐朝死后火化者极

少、宋代火葬相当流行这个问题。的确 ,户部侍郎荣嶷在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 )指出 :“葬埋未有

处所 ,而行火化之禁 ,恐非人情所安
”
,建议
“
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 ,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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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人死亡 ,姑从其便
”匚42〕 ,并且得到宋高宗采纳。值得注意的是 :首先 ,放松火葬之禁的范围仅限

于
“
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

”
;其次 ,这是一项临时措施 ,宋高宗在加以采纳的同时 ,下诏催促各

地加紧解决
“
葬埋处所

”
,一旦有了眉目,则应

“
申严禁止

”
。

二是两宋王朝一贯错误禁止火葬 ,“初无禁约
”
之说与史实不符。北宋刚建立 ,宋太祖即

“
禁民

以火葬
”[4丬。他在建隆三年(962年 )三月十二日,为此专门发布敕令 :“京城外及诸处 ,近 日多有焚

烧尸柩者 ,宜令今后止绝。
”[44彐这道敕令赓即编入宋太祖在建隆四年颁行的《宋刑统》。《宋刑统》

卷 18《贼盗律 ·残害死尸》还抄录了《唐律疏议》有关禁止火葬的全部规定 ,如
“
子孙于祖父母、父

母
”
,“烧棺椁者流二千里 ,烧尸者绞

”
;“诸残害死尸(谓焚烧、支解之类)及弃尸水中者 ,各减斗杀

罪一等(缌麻以上尊长不减 )”。
“
缌麻以上

”
是指亲等 ,即五服以内。而所谓

“
斗杀罪
”
,按照《宋刑

统》卷 21《斗讼律 ·斗殴故殴故杀》的规定 ,“诸斗殴杀人者绞
”
。宋代对于火葬 ,惩罚显然很重。此

后 ,朝廷不断申严此禁。如绍兴二十七年(1157年 )九月 ,监登闻鼓检院范冈E‘
5E上
奏 :“今火葬之惨

日炽 ,事关风化 ,理宜禁止。
”
宋高宗接受建议 ,“申严法禁

”E‘ 6]。 可见宋代火葬盛行 ,不是朝廷禁而 ·

不力 ,而是屡禁不止。此外 ,两宋王朝推行的义冢即漏泽园制度便是一项与火葬之禁相配合的重

要措施。对此 ,笔者另有专文论述E‘
7)。

三是河东路历任地方官员大多申严火葬禁。韩琦在至和年间知并州(治今山西太原 ),“下今

开谕 ,自 今毋得燔
”[4:];程颢在治平年间知晋城 (山西今县 ),“ 申焚尸之禁

”[‘ 9]。 这些早为人所熟

知 ,不必多说。此外 ,还可以举出庞籍、孙沔、范纯仁、毕仲游、李昭E、孙贲。庞籍、孙沔继韩琦之

后 ,先后出任知并州 ,他们萧规曹随 ,禁止火葬 ,宋仁宗
“
悉从其请

”[5°〕。宋哲宗时 ,毕仲游在提点

河东路刑狱任上 ,宣称
“
尚敢焚毁

”
,必将
“
裁之以法

”E51彐 ,手段可谓强硬 ;李昭E在潞州(治今山西

长治)通判任上 ,鉴于
“
潞民死多不葬

”
,他
“
斥官地 ,画兆蕴 ,具棺衾 ,作文风晓之

”[s刃。此文题为 ,

《潞州戒焚死榜》,至今仍保存在《乐静集》中。孙贲在宋徽宗即位之初 ,出任河东转运使时 ,发现这

里
“
弊俗如故

”
,他要求地方官吏

“
常加禁约 ,无废前规

”E53]。 至于范纯仁在元祜年间知太原府 (治

今山西太原)任上 ,是否禁止火葬 ,因有不同意见 ,需要略加证实。《清波杂志》卷 12称 :“范忠宣公

帅太原 ,河东地狭 ,民惜地不葬其亲。公俾僚属 ,收无主烬骨 ,别男女 ,异穴以葬。又檄诸郡效此 ,

不下数万计。
”
徐苹芳先生针对这条史料 ,在《宋元时代的火葬》注中指出 :“据《宋史》,范忠宣公

(即范纯仁)为韩忠献公 (即韩琦)之误。
”
这个判断出于疏忽 ,分明是以不误为误 ,类似记载散见于。

有关范纯仁的各种传记资料中。如曾肇《曲阜集》卷 3《范忠宣墓志铭》云 :“知太原府、河东经略安

抚使 ,瘗烬骨未葬者三千丧 ,又推之一路。
”
范纯仁《忠宣集》补编《柱国高平郡开国侯赠许国谥忠

宣尧夫公传》称 :“知太原府 ,其境土狭民众 ,惜地不葬 ,公遗僚属 ,收无主烬骨 ,别男女 ,异穴葬者

三千余。又推之一路 ,葬以万数计。
”
相同的记载还见于朱熹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 11《丞相范忠宣

公》引《言行录》及《宋史》卷 314《范纯仁传》。可见 ,河东路地方官员对于火葬 ,并非
“
不为条教

”
。

四是对于火葬之禁 ,从总体上说 ,地方官员不是
“
相与非之

”
,而是竭力奉行。河东路是这样 ,

其它地区也如此。如宋仁宗时 ,知华容县(今属湖南)黄照为了改变此间风俗 ,“谕使收瘗 ,至辍俸

以济之
”[54]。 宋孝宗时 ,罗源(福建今县)主簿林正仲为了扭转这里

“
丧死者焚尸糜其骨

”
的习惯 ,

“
雕文禁止

”匚55〕。宋理宗时 ,知泉州(治今福建泉州)真德秀发布《劝孝文》,胡乱加以比附 ,将火葬

贬称为
“
焚骨扬灰之戮

”
,告诫人们

“
勿以火化为便

”
,应当
“
办寻丈之地 ,以葬其亲

”E56]。 嘉熙元年
(1237),知 常熟县(今尾江苏)王熄颁布《劝谕文并规约》,首先列举程颢、司马光反对火葬的言论 ,

接着告诫百姓不得
“
一举遗骸 ,竟投烈焰 ,以 为省便之计

”
,应当
“
衣衾棺椁 ,以 谨其终事 ;葬埋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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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 ,以久其哀思
”E5刀。景定二年(1261年 ),吴县(即今江苏苏州〉尉黄震致书曾任宰相的判平江府

程元凤 ,请求
“
焚人亭今后不许再行起置

”
,以便
“
转移风俗

”[5田。此外 ,据无名氏《湖海新闻夷坚续

志》前集卷 2《拾遗门 ·焚尸利害》记载 ,建安 (即今福建建瓯)程知县曾颁布《谕俗不得火葬文》。

诸如此类 ,不一而足 ,可是火葬之俗竟屡禁不止。何以会如此 ,显然另有原因。

三、火弄势在必行

宋代火葬流行的原因既不在于人们信仰佛教 ,也不在于朝廷禁止不力 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

火葬具有以下两大优点。

一是卫生。如景定年间,建安
“
谢六解妻周氏,六月无疾暴亡

”
。当时正值酷暑盛夏 ,如果定要

土葬 ,势必旷日持久 ,尸体将臭不可闻。于是 ,“其家谓死非其时 ,是晚便行火厝
”匚5叼。水乡气候潮

湿 ,疾病易于流传。《夷坚志》丁志卷 15《张避复生》称 :“江吴之俗 ,指伤寒为疫疠 ,病死气才绝 ,即

殓而寄诸四郊 ,不敢时刻留。
”“
至秋 ,将火葬。

”
可见防止传染流行是两浙路盛行火葬的一个重要

原因。其实 ,这个情况并不限于南方。终生足迹未至南方的北宋人贾同在《禁焚死》一文中指出 :
“
或以恶疾而死·俗云有种 ,虑染其后者而焚之。

”E60彐从中不难看出,因讲究卫生而实行火葬 ,在宋

代较普遍。

二是节省。宋代奢侈之风很盛 ,“富者竞以自胜 ,贫者耻其不若
”匚61]。 朝廷虽屡加劝诫 ,但社会

上某些人
“
不知俭为美德 ,而反以俭相鄙笑

”[6z彐 。丧事同婚事一样 ,大操大办。如福建地区 ,有
“
闽

俗重凶事
”
之说 ,“以尽力丰侈为孝 ,否则深自愧恨 ,为乡里羞

”
,以致
“
亲亡秘不举哭 ,必破产办具 ,

而后敢发丧
”E63]。 而火葬与土葬相比,开支要小得多。难怪火葬被宋人称为

“
省便之计

”
,人们
“
以

火化为便
”
。当时人
“
避于葬费而焚弃

”[64彐 ,实行火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节省。宋哲宗时 ,毕仲游

就指出 ,“务从省俭
”
是百姓
“
衣食至薄

”E65彐的河东路火葬盛行的原因之一。宋徽宗时 ,孙贲说 :“河

东习俗俭陋 ,死者焚之
”匚66]。 意思与毕仲游相同。岂止河东一路而已,这同时又是火葬在两浙路流

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,有户部侍郎荣嶷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 )的奏疏可证。他说 :“吴越之俗 ,必

积累而后办。至于贫下之家 ,送终之具 ,唯务从简 ,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。
”E67彐

需要着重指出的是 ,虽然讲究卫生与节省钱财是促成宋代火葬流行的两个重要因素 ,但关键

原因还在于 :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、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愈来愈突出。宋代是我国历史

上又一次人口增长高峰 ,宋徽宗时人口突破一亿大关 ,几乎比汉唐翻了一番。如果说圩田、涂田、

梯田的出现是人向水、向海、向山,向大自然争地的表现 ,那么火葬的流行则是活人与死人争地的

反映。加之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深化 ,土地愈益集中于封建地主之手 ,“富者财产满布州域 ,

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
”E6朗 ,百姓

“
葬埋未有处所

”
的问题更加严重。

河东路何以盛行火葬?当时人反复指出,原因在于
“
其境土狭民众 ,惜地不葬

”E69彐 。其实在北

宋各路当中,河东路人多地少的矛盾并不算突出。只是由于这里垦殖指数较低 ,仅为 0.85%,在

有统计资料可考的 18路 中名列第十四,因而每户平均耕地面积只有 17.8亩 ,不仅比元丰六年
(1083年 )各路的总平均数 26.8亩低 ,而且低于成都府路的 zO亩和两浙路的⒛。3亩。所谓河东

路
“
土狭民众

”
,是就户均耕地面积来说。即使以此而论 ,河东路也不算最低 ,如福建路仅 10。 6亩。

这就难怪火葬在福建路也相当流行了。至于人田密度 ,北宋各路每平方公里平均 34.31人 ,而河

东路只有 23。 41人 1低于平均数 ,在 24路 中名列第十八。数一数二的是两浙路 80.53人 、成都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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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 80.50人 E70彐 ,大约三倍半于河东路。这两路盛行火葬 ,不难解释。火葬习俗后来在绝大多数地

区消逝 ,而在人口密度最大的两浙地区仍然存在。直到清朝初年 ,顾炎武仍然说、
“
火葬之俗盛行

于江南。
”E7闸

宋代人多地少的矛盾 ,城市比乡村更突出,鄂州(治今湖北武昌)即是一例。《宋史》卷 437《刘

清之传》称 :“ (鄂俗)死则不葬而畀诸火。
”
依据《夷坚志》支乙志卷 9《鄂州遗骸》的记载 ,其原因在

于人多地少 ,“鄂州地狭而人众 ,故少葬埋之所。近城隙地 ,积骸重叠 ,多舆棺置其上 ,负土他处以

掩之。贫无力者 ,或稍经时月 ,濒于暴露 ,过者悯侧焉
”
。情况如此严重 ,荆湖北路监司只得下令

“
一切火化

”
∶就
“
地狭而人众

”
来说 ,鄂州与临安相比,实属小巫见大巫。有鉴于此 ,南宋人俞文豹

对于火葬之禁 ,大胆提出质疑 :“今京城内外 ,物故者日以百计。若非火化 ,何所葬埋?”
E72]可谓击

中要害。

葬地难以解决 ,火葬势在必行。就连在观念上激烈反对火葬的程颐 ,一旦面对现实 ,也不得不

说 :“其火葬者 ,出不得已。
”E73]由 于
“
葬埋未有处所

”
,荣 疑建议对于

“
贫下之民

”
,暂时放宽

“
火化

之禁
”
,宋高宗只能加以首肯。一些城市人多地少的矛盾特别尖锐 ,有的官员有时在这些地方协助

死无葬身之所的贫民实行火葬 ,被视为一大惠政。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王承可等人而外 ,还可以举

出饶州(治今江西上饶)都大坑冶耿某和两浙提举常平张体仁。宋孝宗时 ,耿某
“
闵遗骸暴露 ,议用

浮屠法 ,葬之水火
”E7‘彐。绍熙元年(1190年 ),张体仁在苏州创建齐升院 ,作为火葬场 ,“拨没官田供

为常住 ,贫民死而家不能津送者 ,则与之棺 ,后焚瘗焉
”E75彐 。景定三年(1262年 )三月 ,有位官员在

实行这一惠政时 ,写下《差人化遗骸疏》:“死于道路可怜 ,幽滞孤魂 ,示 以津涂 ,大发慈悲善念。葬

之野 ,则露手露脚 ;送之归 ,则无主无家。聚是众骸 ,付之一火。
”E76]文字虽然幽默 ,内中不乏凄楚。

当时贫民不得已而实行火葬 ,贫困的确是个具体原因。但与人多地少这一根本原因相比,毕竟处

于次要地位。因而顾炎武说 :宋代
“
地窄人多 ,不能遍葬 ,相率焚烧 ,名 曰火葬 ,习 以为俗

”E77]。

注释 :

El彐埃布莉《宋朝的火葬》,载《美国历史评论》第95期第2号第406-428页
(1990年 )。 转引自韩森《宋代的

买地券》,载邓广铭、漆侠主编《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》,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2年 8月 出版。

E2彐宗焕平《生死大争夺》,载《世纪行》1994年第 1期。

E3]申报馆辑《申报馆丛书·寰宇琐纪》卷 11引松风草堂《劝戒火葬》称:“其间无赀营葬者半,惑于释氏之说

者半。
”此说大抵源出于此。

[4△ 5][19]E24]洪迈《夷坚志》甲志卷 11《张端悫亡友》、支志乙卷 9《鄂州遗骸》、甲志卷 6《周史卿鬼》。

E6]范成大《吴郡志》卷 34《郭外寺》。

E7]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β9《礼六·冠昏丧》。

E8彐 E39]E51]E65]黄淮等编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 116《风俗y宋哲宗时,毕仲游乞理会河东土俗埋葬札子
”。

E9]E37彐周辉《清波杂志》卷 12。

E10]E12]E58]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 70《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状(辛酉六月)》。

E11]读读《水浒传》第20回武大郎火葬、第99回鲁智深坐化,对于形象地了解世人火葬与僧人自焚的区别

不无助益。

E131郑獬《郧溪集》卷 16《礼法论》。

EⅡ I64]《 宋会要》食货 60之 8、刑法 2之 田。

E15]周 密《武林旧事》卷 5《湖山胜概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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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1闸谢廷芳《辨惑论 ·治丧》,见《说郛》(宛委山堂本)卷 72。

E17]沙海昂注、冯承钧译《马可波罗行纪》第 573、 584页 ,商务印务馆 1936年 出版。

E181E20]潘永因《宋稗类钞》卷 7《宗乘》。

E21]翟 繁《重刊翟氏公巽埋铭》,见翟汝文《翟忠惠集》附录。

E22]E60]见 吕祖谦编《宋文鉴》卷 125。

E23]程颐《明道先生行状》,见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 11。

匚25彐王熵《劝谕文》,见孙应时、鲍廉、卢镇《琴川志》卷 1《叙县·义阡》。

E26彐参看李发林《中国最早的火葬在何时?》 ,载《光明日报》1988年 1月 6.日 。

E27I33△ 43]《 资治通鉴长编》卷 3建隆三年三月丁亥注。

Ez8△ 3删李昭E《乐静集》卷 BKK潞州戒焚死榜》。

E29彐吕澄《五代佛教》,载中国佛教协会编《中国佛教(一 )》 ,知识出版社 1980年出版。

E30彐《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》第 288页 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出版。

E31彐郑居中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首。

E32彐《新五代史》卷 34《一行传序》、卷 16《唐废帝家人传序》、卷 36《义儿传序》。

E35]司 马光《司马氏书仪》脊 7《丧仪三》。

E36]E71]E77彐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 15《火葬》。

E38]王安石《荆公论议》卷 BKK闵 习》。

E40彐 E41彐朱熹编定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 2下《附东见录后》。

E42彐 E67彐《宋史》卷 125《礼二十八 ·凶礼四·士庶人丧礼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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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辽金经济研析》表一《宋代各路人口密度表》、表二《北宋各路垦殖指数比较表》,武汉出版社 1991年 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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